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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的历史数据使用问题
———以中国近代“国民所得”人口数据为例

缪德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８３６)

[内容提要]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数字化发展,历史上的人口数据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与

当今通过人口普查获取数据不同,直到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尚未能开展覆盖全域的人口普查。 由

于人口数据缺失,中国“国民所得”估算者只得选取来源不一的人口数据。 人口数据由此成为中国“国
民所得”估算成果被诟病的因素之一,这同时折射出中国近代人口数量问题的复杂性。 基于“国民所

得”人口数据考察中国近代人口数量问题,既能够增进相关问题的社会历史分析深度,还可以为当前合

理运用包括人口数据在内的历史数据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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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数字化不仅改变了日常生活方式,也实现了科研技术的突破。 一些领域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

者已经不满足于使用统计数据,而是将视野延展到史料中,去整理、挖掘历史数据,乃至构建大规模

数据库开展经验分析。 近十几年来,这种非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态势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致有

人认为数字人文时代已经到来。① 目前,涉及历史数据整理与研究的成果相对丰富,其中以运用历

史数据对相关经济理论予以经验分析的成果居多,②此外还有历史档案的数字化、③历史数据的补

充与修订④等方面的著述。 从学术发展史上看,此前历史数据之所以未能在学术研究中规模化应

用,除了技术原因外,历史数据与当前相关数据在获取途径上的差异也是不容忽视的制约因素。 因

此,在使用历史数据前,深入了解其收集、整理及早期应用无疑是重要的。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至今,提取自原始史料的人口数据大范围渗透到历史研究中,先后形成

了加拿大巴尔扎克人口数据库、荷兰历史人口样本数据库、瑞典斯堪尼亚经济人口数据库等。 中国

方面的人口数据库也陆续建立并得到广泛运用。⑤ 事实上,中国人口数据资料是十分丰富的,譬如

中国近代人口数量长期以来是国内外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该领域也由此形成了大量著述。 综括

来说,围绕中国近代人口数量问题的现有研究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数量问题的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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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介绍与评述;①二是对中国近代史料中人口数据的系统化整理;②三是利用已有资料对中国近

代人口数进行估算。③ 此外,也不乏基于中国近代人口数据探讨影响人口变动的因素、④中国发展

道路⑤等问题的成果。 从这些著述不难发现,先期的很多著述用到了中国近代人口数据。
从社会调查学术发展史来看,人口数据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用途不尽一致。 在该方面,中国人口

数据也不例外。 近代以前,对人口数量的掌握多是旨在赋税征敛。 近代以后,人口数据的用途日趋

多元,并与其他形式的社会调查数据合算为反映社会经济状况的各种指标,“国民所得”即为指标

之一。 中国“国民所得”估值主要是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做出的,迄今仍被中外学者称道。⑥ 人口数据

是此类成果重要的支撑资料,但这些成果采用的中国近代人口数据并不准确,以致这些数据的后续

使用受到了限制。
近年来,对包括中国近代在内的历史国民经济总量的学术探索方兴未艾,相关估算数据的问

世,为分析中国社会历史上的相关问题提供了更为直观、便捷的分析工具。 人口数据不仅是估算中

国历史上的国民经济总量的必要材料,也成为一些估值被诟病的因素。 因此,中国近代人口数量问

题关涉的不仅仅是历史问题,也关系到现阶段的学术探讨。 审视中国近代人口数据问题,对于时下

估算与使用相应的历史数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从社会调查学术发展史的视域出发,以“国民所得”所使用的人口数据为分析案例,对中

国近代人口数量问题予以考释。 文章首先阐释人口统计变革对社会历史分析指标化发展的推进作

用,接着具体揭示人口数据在中国“国民所得”估算中的应用,藉此呈现中国近代人口数据在使用

过程中的复杂性,最后结合“国民所得”人口数据探讨当前使用历史数据应有的认识。

一、人口统计在社会调查学术发展史中的作用渐变

“人口统计”的英文对应词为 Ｃｅｎｓｕｓ,该词导源于公元前 ６ 世纪古罗马时期的拉丁文 Ｃｅｎｓｃｒｅ,
其大致含义是指古罗马公民须履行的户口及财产登记。⑦ 除古罗马外,处于人类社会国家化发端

期的古代中国、古巴比伦、古埃及也都存在过类似的社会调查统计活动。 １８ 世纪前,这些调查统计

活动通常是非定期的,主要目的是服务于政府管理,特别是了解辖区人口的赋税能力。 在农业生产

占主导的社会经济形态中,人口不仅是物质财富的依托,更被视为社会财富的一种。 因此,在很长

一段历史时期内,社会调查统计主要以人口统计的形式进行,一些能够揭示相应历史时期社会问题

的官方、非官方材料由此得以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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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问题研究者对人口统计资料的整理、分析开启了调查统计学术化发展历程。① １７ 世纪左

右,西欧地区的研究者在惯常采用的定性分析基础上融入包括人口统计数据在内的调查资料,藉此

定量分析社会问题,统计资料分析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学问,一些迄今仍被统计学界称道的著述陆续

问世。 约翰·格朗特(Ｊｏｈｎ Ｇｒａｕｎｔ)通过整理 １７ 世纪初教会编制的伦敦地区死亡人员报表撰写而

成«根据死亡报表而作的自然和政治观察»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ｉｎ ａ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Ｍａｄｅ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Ｂｉｌｌｓ ｏｆ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揭示了不同性别的出生率、死亡率差异等人

口统计规律,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死亡率统计表。② 威廉·配第(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ｅｔｔｙ)则在«政治算术»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ｋ)中运用实际数据、推算数据、观察数据分析了英国、法国和荷兰三个国家的国

力。 威廉·配第因之被视为运用“算术的一般法则”论证“统治的事项,以及同君主的荣耀、人民的

幸福和繁盛有极大关系的事项”的发明人。③ «政治算术»堪称运用数据进行国情比较研究的代表

性著作,人口数据是支撑威廉·佩第论点的核心分析指标之一。 此后,查尔斯·戴维南特(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ａｖｅｎａｎｔ)和格雷戈里·金(Ｇｒｅｇｏｒｙ Ｋｉｎｇ)分别使用人口统计资料阐述了 １７ 世纪末英国部分地区

家庭经济状况。 然而,迨 １８ 世纪中叶,“政治算术”在英国渐呈颓势。
三十年战争后,在欧洲大陆上形成中的民族国家之间竞争激烈。 １６６０ 年起,海尔曼·康令

(Ｈｅｒｍａｎｎ Ｃｏｎｒｉｎｇ)在赫尔曼斯坦大学讲授囊括人口、土地、财政等内容的“国势学” (Ｎｏｔｉｔｉａ ｒｅｒｕｍ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ｒｕｍ)课程。 １７４８ 年,高特弗瑞德·阿亨华尔(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Ａｃｈｅｎｗａｌｌ)在«欧洲帝国的政治学概

要»一书的引言中将海尔曼·康令讲授的学问称为“统计学”(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④其方法是通过研究既有

资料来描述国家发展状况。⑤ 此类“统计学”研究者不探究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联,也轻视数字

化表达,因此,他们又被称为记述学派(Ｄｉ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ｃｈｏｏｌ)。⑥ １８ 世纪中期,随着源自英国的“政治

算术”在欧洲大陆的传播,偏重纯粹记述方法的“统计学”在德意志地区的大学课程中急剧减少。
尽管如此,１８ 世纪中期后,以人口统计为中心的“国势调查”在欧美地区陆续拓展至领土、资源、行
业产品、进出口额等其他事项,并先后被欧美地区之外的国家采纳。 １９ 世纪中期,人口统计资料除

了应用于分析社会问题,还被阿道夫·凯特勒(Ａｄｏｌｐｈｅ Ｑｕｅｔｅｌｅｔ)、卡尔·克尼斯(Ｋａｒｌ Ｋｎｉｅｓ)等人

用以归纳社会发展规律、验证一般的经济学理论。 在基于大量搜集统计资料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

分析思想的影响下,一个代表国家整体社会经济水平的国民经济总量指标———“国富”以国势调查

指标之一的形式出现。 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早期估算“国富”的基本数据主要依托人口调查统计

收集。⑦ 事实上,在当今部分国家的国势调查中,人口统计仍然居于首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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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德语中通用,所以后来文献中也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写作“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是高特弗瑞德·阿亨华尔依据现代

拉丁语“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ｕｍ”创造出来的,所以当前学界根据“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一词语源将统计学学科史追溯至古希腊时期的

观点可能是值得商榷的。
刘鸿万:«统计学史的命题»,«法学专刊»(北平)１９３６ 年第 ６ 期;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

学话语»(第四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４１７ 页。
超超:«统计学考»,«周行»(广州)１９３６ 年第 １ 期。
缪德刚:«国民经济核算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基于“国富”学说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１９年第 ５期。



１９ 世纪末、２０ 世纪初,新古典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的兴起先后影响了国民经济核算理念与方法

的变革,经过德奥方法论之争,经济学理论与现实社会问题之间的嫌隙被不断弥补,经济学者越发

重视发挥现实社会问题与经济学理论的交互作用。 一战前后,财富和收入分配研究也被越来越多

的经济学者视为缓解社会冲突的手段,能够反映个人福利水平的国民经济流量指标的测算愈发受

到关注。 在此背景下,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等致力于国民经济调查与研究的机构相

继成立。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科林·克拉克 ( Ｃｏｌｉｎ Ｃｌａｒｋ) 出版了系列著作,对估算国民收入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在方法论上做出了重要建树,受当时经济科学主流理念的影响,科林·克拉克的

研究一直秉持的是与个人福利相关的国民收入总量数值的估算。 西蒙·库兹涅茨(Ｓｉｍｏｎ Ｋｕｚｎｅｔｓ)
同样认为个人福利应该是国民经济核算关注的主要对象。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中期,由国际联盟统计

专家委员会国民收入统计小组委员会完成的«国民收入计量与社会账户构建»中,对国民收入的计

量建立在个人收入统计基础之上。① 这同样是国民经济统计学界针对国民收入的核算问题受到当

时主流思想与方法影响的体现。 不过,与科林·克拉克、西蒙·库兹涅茨等人不同的是,约翰·梅

纳德·凯恩斯(Ｊｏｈｎ Ｍａｙｎａｒｄ Ｋｅｙｎｅｓ)认为,国民经济核算除了个人部分,还应当包括公共部门。 在

该主张的影响下,国民经济统计学界对国民经济流量指标核算的重心开始从国民收入转向国民生

产总值(Ｇｒｏｓ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在绝大多数中文

著述中被称为“国民所得”。 由于规范化的国民账户体系尚未形成,加之统计机构尚不健全,几乎

所有国家的“国民所得”数值系采用包括人口统计数据在内的既有资料合算得到。
可见,早期人口统计主要是一种政治管理辅助手段,其数据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参考资料。 至少

从 １７ 世纪开始,人口统计除了在政治领域发挥过往的功能之外,人口统计数据的应用呈现出明显

的学术化发展态势。 １８ 世纪中期,国家之间社会经济比较、经验分析技术的提升、社会化生产的需

求等因素推动了系列国民经济综合评价指标陆续出现,人们在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中,愈发仰赖

于此类指标,而人口统计数据是得到相关指标的基础数据之一。

二、人口资料在中国“国民所得”估算中的应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中外学者通过不同途径测算了中国货物与劳役的币值总额,先后问世了 １０
余种估值。② 在国民经济诸领域时间序列数据、截面数据不足以及缺乏规范的“国民所得”核算原

则等多重困境下,估算者通过不同方法将各类调查、统计材料合算得到。 在 １０ 余种中国“国民所

得”估值中,来源不一的人口数据是大部分估值的重要依托材料。
较早用到人口数据对中国“国民所得”进行估算的是英国学者科林·克拉克。 １９４０ 年,他在

«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披露了 １９２５—１９３４ 年中国“国民所得”估值。 科林·克拉克首先分别估

算农业所得和非农业所得,然后将二者合计得到“国民所得”总额数值。③ 在农业所得和非农业所

得的估算中,科林·克拉克使用了理查德·托尼(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ａｗｎｅｙ)«中国的土地与劳动»(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ｕ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中的人口数据。 «中国的土地与劳动»中的中国人口数据只是一个概数,理查德·
托尼认为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中国人口数量不少于 ４.００ 亿,不多于 ４.５０ 亿,他进一步指出,农业人口

占总人口的 ３ / ４。④ 科林·克拉克在其估算中参考了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中国总量人口数值和行业人

口数值,«中国的土地与劳动»中的两种数值显然是十分粗略的。 与理查德·托尼设想不同的是,

·６７·

①

②

③

④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ｇｕ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Ｇｅｎｅｖａ: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７, ｐｐ.１１－１２.
缪德刚:«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中国“国民所得”估算问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Ｃｏｌｉｎ Ｃｌａｒｋ,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 Ｃｏ. Ｌｔｄ, １９４０, ｐｐ.４４－４６.
Ｒ. Ｈ. Ｔａｗｎｅｙ,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ｕ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Ａｌｌｅｎ ＆Ｕｎｗｉｎ Ｌｔｄ., １９３２, ｐｐ.２３－２７.



科林·克拉克在估算中将农业、非农业人口比例取为 ８０％、２０％。

农业所得＝每家平均收入
每家人口

×农业人口

非农业所得＝大工厂工作人口净产额＋其他行业人口总工资

“国民所得” ＝农业所得＋非农业所得

１９４２ 年冬,刘大中在加拿大魁北克的蒙特布朗举办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八次年会上提交会议

论文«中国国民所得与战后工业化»(Ｓｏｍｅ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参考了科林·克拉克的成果估计了 １９２９—１９３４ 年的中国“国民所得”。 在

这次估算中,刘大中采取了从宽(Ｌｉｂｅｒ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的估计态度,所以他选用了理查德·托尼推测的

中国人口总数最高值———４.５０ 亿,并将中国总人口数值的 ８０％作为由地主与农场经营主及雇佣劳

工等组成的农业人口、２０％作为工商业及政府官员等非农业人口,分别估算农业所得和非农业

所得。①

１９４６ 年,刘大中完成并出版 « 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中国的国民所得:一个探索性研究»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１９３１－３６: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首先估算了 ２２ 个省份的农业所得和非农业所得,
然后把二者相加并取均值后乘以 ２２ 省份之外的其他省区的人口比例,计算出东北、热河、新疆、蒙
古、西藏等其他省区的“国民所得”,最后通过加总 ２２ 省“国民所得”和其他省区“国民所得”得到中

国“国民所得”总额数值。②

２２ 省“国民所得” ＝农业所得＋非农业所得

其他省区“国民所得” ＝ ２２ 省“国民所得”均值×其他省区人口比例

中国“国民所得” ＝ ２２ 省“国民所得”＋其他省区“国民所得”
第二次估算过程中,刘大中秉持从严(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的估算态度,人口总数数值采用了

４.１０ 亿。 该数值自 １９４０ 年«中华民国统计提要»中记载的苏、皖、浙等 ２２ 省的人口数额换算得到。
«中华民国统计提要»载 ２２ 省农业人数 ２.９３ 亿,刘大中又根据«中国土地利用»中的农业、非农业

人口比重 ７９％、２１％,得到 ２２ 省非农业人口 ０.７８ 亿,故 ２２ 省计 ３.７２ 亿人,该数值约占全国人口总

数的 ９０.７％。 同时,依据«中华民国统计提要»的记载,２２ 省之外的各省区人口数占 ９.３％,计约

０.３８ 亿人。 故而,中国人口总额数值为 ４.１０ 亿。③ 后来,刘大中在与叶孔嘉合作的«中国大陆经

济:国民收入与经济发展(１９３３—１９５９)»中结合沃尔特·威尔考克斯(Ｗａｌｔｅｒ Ｗｉｌｌｃｏｘ)１９１２ 年的中

国人口估值,并调低男性比例、增加瞒报儿童数,将 １９３３ 年的中国人口总数估算为 ５.００ 亿。④

中央设计局运用内政部人口统计调查等数据调整了刘大中在«中国国民所得与战后工业化»
中的 １９２９—１９３４ 年中国“国民所得”估值,得出 １９３２—１９３６ 年中国“国民所得”数值。 其中,农业、
非农业人口比例分别取值为 ８０％、２０％,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四个省份的农业人口占全国农民

人口比例取值 １.６％,新疆、西藏、蒙古三省区人口占全国农民人口比例取值 ３％。⑤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在巫宝三的主持下先后三次估算了中国“国民所得”,成果分别为

·７７·

①

②

③

④

⑤

刘大中著,杨叔进译:«中国国民所得与战后工业化»,«大公报»(重庆)１９４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第 ３ 版;«中国国民

所得与战后工业化(续)»,«大公报»(重庆)１９４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第 ３ 版。
Ｔａ－Ｃｈｕｎｇ Ｌｉｕ,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１９３１－３６: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Ｍｅｎａｓｈａ: Ｇｅｏｒｇｅ Ｂａｎｔ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
ｎｙ,１９４６, ｐ.１０.
Ｔａ－Ｃｈｕｎｇ Ｌｉｕ,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１９３１－３６: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ｐｐ.５８－６６.
Ｔａ－Ｃｈｕｎｇ Ｌｉｕ, Ｋｕｎｇ－Ｃｈｉａ Ｙｅｈ,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９３３－５９, Ｓａｎｔａ Ｍｏｎｉｃａ: Ｔｈｅ Ｒ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１９６３,ｐｐ.２５４－２６５.
陈光照:«巫宝三:国民所得概论»,«中农月刊»(南京)１９４５ 年第 ６ 卷第 １０ 期;丁鹄:«中国国民所得的五种估

计»,«中央银行月报»１９４６ 年第 １ 卷第 ６ 期。



«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 «“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修正» «中国国民所得,１９３３、１９３６、
１９４６»。 «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主要估算了 １９３３ 年的中国“国民所得”,其总人口数值取

自«中国年鉴(１９３６—１９３７)»(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Ｙｅａｒ Ｂｏｏｋ,１９３６－１９３７)的 ４.２９ 亿。① 南钟万、贝友林在用

消费与投资法估计农户人口消费时,主要采取了张心一«中国农业概况估计»中的农业、非农业人

口比重数据。 其中,农户占比 ７５.５２％,非农户占比 ２４.４８％。② 巫宝三等人的估算还用到了矿冶业

工人人数、外籍工厂工人人数、商店店员数等行业人口数据。 方锦认为,巫宝三等的这次估算中有

些职业人口如律师只计算了全国律师公会会员数而非会员没有被包含在内,所以此类数字是有遗

漏的。③ «“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修正»是对«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的修订,总人口数

仍然取值为 ４.２９ 亿。④ 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分别占总人口的 ７５％、２５％。 其中,城市人口占全部

非农业人口的 ２０％。 此次估算还用到了工厂工人人数、手工业常年工人人数、自由职业人数、家内

仆佣所占的人口比例等。 经过这次修正,中国人均所得增加了国币 １ 元。 «中国国民所得,１９３３、
１９３６、１９４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估算 １９４６ 年的中国“国民所得”,这次估算的中国人口总数采用了

１９４６ 年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的数值 ４.４９ 亿。⑤

１９４４ 年,刘大钧主持了军事委员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的中国战前“国民所得”估算。 这次估算是

依据“所得法”将租金、利息、利润、薪金与工资四项相加得到,采用了中国境内的总人口数值 ４.５０
亿。 其中,城市人口 １５％,农村人口 ８０％,有 ５％的人口漏列。⑥

表 １　 中国“国民所得”总量人口数据概况

估算者 估算成果 估值年份 基础数据来源
总值
(亿)

比例

１ 科林·克拉克 «经济进步的条件» １９２５—１９３４ 年 «中国的土地与劳动» ４.５０
农业 ８０％;
非农业 ２０％

２ 刘大中
«中国国民所得与战
后工业化»

１９２９—１９３４ 年 «经济进步的条件» ４.５０
农业 ８０％;
非农业 ２０％

３ 刘大中
« 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 中
国的国民所得:一个
探索性研究»

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
历年

«中华民国统计提要» １ ４.１０
农业 ７９％;
非农业 ２１％

４ 中央设计局
«中国国民所得之估
定»

１９３２—１９３６ 年 内政部人口统计 ４.６７２ 农业 ８０％;
非农业 ２０％

５
社会科学研究
所巫宝三等

«中国国民所得(一
九三三年)»

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
历年

«中国年鉴»
«中国农业概况估计»等

４.２８
农户 ７５.５２％;

非农户 ２４.４８％３

６ 巫宝三
«“中国国民所得,
一九三三”修正»

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
历年

«中国年鉴»等 ４.２８
农户 ７５％;
非农户 ２５％

７ 巫宝三
«中 国 国 民 所 得,
１９３３、１９３６、１９４６»

１９４６ 年 «中华民国统计提要»等 ４.４９４ ———５

·８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２６ 页。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第 ２０２ 页。
方锦:«巫宝三书评: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经济评论»(上海)１９４８ 年第 ２ 卷第 ２１ 期。
发表于«社会科学杂志»(南京)１９４７ 年第 ９ 卷第 ２ 期的«“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修正»的 １９３３ 年人口数

值为 ４２９ ４９４ １３８,而非后来 ２０１１ 年商务印书馆版的 ４２９ ４９２ １３８(参见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修
正»,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第 ７２１—７２２ 页)。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１９３３、１９３６、１９４６»,«社会科学杂志»(南京)１９４７ 年第 ９ 卷第 ２ 期。
丁鹄:«中国国民所得的五种估计»,«中央银行月报»(上海)１９４６ 年第 １ 卷第 ６ 期。



续表

估算者 估算成果 估值年份 基础数据来源
总值
(亿)

比例

８
国民经济研究

所刘大钧
«中国战前国民收入
估计»

战前 ——— ４.５０
农村 ８０％;
城市 １５％６

　 　 说明:人口数值为四舍五入后的值。
注:１.«中华民国统计提要(１９４０)»记载了全国人口数额 ４.７４ 亿(不包括侨民),但是刘大中并没有采用该数

值。 结合刘大中后来的研究来看,该人口数据可能受到了沃尔特.威尔考克斯估计方法的影响,相关评述可参见

邢慕寰«我国国民所得数字的商榷»,«资本市场»１９４８ 年第 １ 卷第 ５ 期。
２.具体数值为 ４６６ ８５ ８５６。
３.此人口比例数据系南钟万、贝友林自消费领域对中国“国民所得”进行估计时用到的。
４.具体数值为 ４４９ ２５５ ７３６。
５.此次估计未涉及消费领域的估计,故只用到了全国人口总数。
６.国民经济研究所的人口比例遗漏了 ５％。

除了上述估值之外,孙拯、程孝刚、方显廷、何廉等人也对中国“国民所得”进行了估算。 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的 １０ 余种中国“国民所得”估值中,仰赖于人口数据资料的主要是表 １ 中所列示的 ８
种。 这 ８ 种估值除巫宝三等人的«中国国民所得,１９３３、１９３６、１９４６»外,基本上是估算者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运用相关资料测算得到的 ２０ 世纪 ２０、３０ 年代的中国“国民所得”数值。 这些估算成果所使

用的人口数据主要是人口总量数据、行业人口数据和地区人口数据。 尤其是 ８ 种估值都使用到了

人口总量数据,它们的人口总量数据范围在 ４.１０ 亿至 ４.６７ 亿之间。 在缺乏充分资料的情况下,为
了便于估算,大部分估算者按照产业或地域设置了农业和非农业人口比例。 其中,从事农业生产活

动的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 ７５％至 ８０％,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 １５％至 ２５％,
非农业部门的行业人口数据来源最为庞杂,关于这一点,巫宝三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
表现最为鲜明(见表 ２)。 利用到地区人口数据的分别是刘大中的«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中国的国民所

得:一个探索性研究»、中央设计局的«中国国民所得之估定»。

表 ２　 «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自由职业人口数据来源

职业名称 数据来源

私立学校教员

«中国年鉴»(１９３６—１９３７);«甘肃省统计季报»(１９３５);«广西年鉴»(１９３４);«福建统计年
鉴»(１９３６);«湖北省年鉴»(１９３５);«四川省概况»(１９３５);«伪满洲国年报»(１９３３);«统
计汇刊»(１９２９);«中国经济志» (南京、江宁、当涂、休宁,１９３３);«上海市统计» (１９２８);
«杭州市经济调查» (１９３１);«中国经济志» (嘉兴,１９３１);«中国经济志» (长兴,１９３２);
«中国经济志»(注县、宁国,１９３４);«芜乍路沿线经济调查»(１９３２);«渝柳段线川黔经济
调查总报告»(１９３１);«湘滇线云贵段附近各县经济报告书»(１９３０)

医师

«内政统计季刊»(１９３３);«中国年鉴»(１９３１);«广西统计季刊»(１９３３、１９３７);«伪满洲帝
国年鉴»(１９３３);«鄞县县政府统计特刊» (１９３３);«中国经济志» (吴兴,１９３３);«统计汇
刊»(１９２９);«首都警察概况»(１９３４);«上海市统计»(１９３２);«湖北省年鉴»(１９３６);«浙
江省政务概况» (１９３３);«福建统计年鉴» (１９３５);中央卫生设施实验处生命统计室
(１９３３)

僧、道、喇嘛、教士 «申报年鉴»(１９３０);«中国年鉴»(１９３１);«蒙古年鉴»;«伪满洲帝国年鉴»;«蒙藏新志»

律师 «申报年鉴»(１９３３);«中国年鉴»(１９３１)

会计师 实业部登记数据

新闻记者、家内仆佣 «中国年鉴»(１９３１)

　 　 资料来源: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第 １６７—１７９ 页。

·９７·



三、使用近代人口数据应有的认识

２０ 世纪前叶,不同的估算者根据各异的方法测算了中国人口数据。 有观点指出,仅 １９１１ 年至

１９４９ 年间,关于中国人口的各类估值有 １００ 余种。① 整体上看,１９１２ 年前由不同估算者推测的同

类数值之间差异幅度较大,１９１２ 年后相关数据的差异幅度明显降低。 从表 ３ 列示的得到其他学者

较多介绍或引用的全国人口数据来看,其中一些数据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已经发布,它们应该是可资

“国民所得”估算使用的。 然而,不同“国民所得”估算者所使用的人口数据不尽相同。 造成“国民

所得”人口数据使用差异的原因包括:其一,人口数据可获得性不足,如«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用

到了理查德·托尼估计的中国人口概数;其二,估算方法不同,如«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
中,依据所得法的估算比消费与投资法使用到的人口数据更为详备;其三,估算态度有别,如尽管

«中国国民所得与战后工业化»与«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中国的国民所得:一个探索性研究»都出自刘大

中的估算,但前者“从宽”、后者“从严”,刘氏因此选取了不同的人口数据;等等。

表 ３　 ２０ 世纪前叶中国人口数量估计

估算者 年份 人口数量(亿)

柔克义 １９０４ ２.７５

丁瑞门 １９１０ ３.２９

沃尔特·威尔考克斯 １９１０ ３.４０

清政府民政部 １９１０ ３.４３

沃尔特·威尔考克斯 １９１２(调整前) ３.９３

沃尔特·威尔考克斯 １９１２(调整后) ４.１２

柔克义 １９１２ ３.１１

刘大中、叶孔嘉 １９１２ ４.３４

北洋政府内务部 １９１２ ４.０６

陈华寅 １９１２ ３.９３

海关调查 １９１８ ４.３９

中华续行委办会 １９１８—１９１９ ４.４１

邮政局 １９２０ ４.２８

海关报告 １９２３ ４.４５

陈长蘅 １９２３ ４.４３

海关报告 １９２５ ４.４８

陈启修 １９２５ ５.４７

海关调查 １９２７ ４.５８

国民政府内政部 １９２８ ４.４２

陈长蘅 １９２８ ４.７０

Ｈａｒｒｙ Ｐ. Ｈｏｗａｒｄ １９２８ ４.９７

邮政局 １９２８ ４.８６

·０８·

① 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６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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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者 年份 人口数量(亿)

沃尔特·威尔考克斯 １９２９ ４.４０

陈华寅 １９２９ ４.４５

陈长蘅 １９３０ ４.５６

国民政府内政部 １９３１ ４.７５

刘大中、叶孔嘉 １９３３ ５.００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 １９３３ ４.４４

胡焕庸 １９３５ ４.５９

国民政府内政部 １９３６ ４.７１１

国民政府内政部 １９３７ ４.７９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 １９４４ ４.６４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 １９４６ ４.５６

国民政府内政部人口局 １９４７ ４.６１

　 　 资料来源:１.１９０４ 年、１９１２ 年柔克义的数据来自徐履诚«论我国之人口统计»,«东方杂志»(上海)１９４４ 年第 ４０
卷第 ２３ 号。

２.１９１０ 年丁瑞门的数据来自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Ｐ. Ｔｅｎｎｅｙ,“Ｃｅｎｓｕｓ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Ｃｏｎｓ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Ｊｕｌｙ １３, １９１１, ｐｐ.１８４－１８７.

３.１９１０ 年、１９１２ 年(调整前)、１９２９ 年沃尔特.威尔考克斯的数据来自«国际统计会议中中国人口之

论争»,«银行周报»(上海)１９３０ 年第 １４ 卷第 ３７ 号;«国际统计会议中中国人口之论争»,«东方杂志»(上海)１９３０
年第 ２７ 卷第 １８ 号。

４.１９１２ 年(调整后)沃尔特.威尔考克斯的数据来自 Ｔａ－Ｃｈｕｎｇ Ｌｉｕ, Ｋｕｎｇ－Ｃｈｉａ Ｙｅｈ,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９３３－５９, ｐｐ.２５４－２６５.

５.１９１０ 年清政府民政部、１９１８ 年海关调查数据来自陈启修«中国人口的总数»,«国立北京大学社会

科学季刊»(北京)１９２５ 年第 ３ 卷第 ４ 号。
６.１９２０ 年邮政局数据来自王士达«近代中国人口的估计(下)»,«社会科学杂志»(北平)１９３１ 年第 ２

卷第 １ 期。
７.１９１２ 年北洋政府内务部、１９２８ 年国民政府内政部、１９３１ 年国民政府内政部、１９３０ 年陈长蘅、１９３５

年胡焕庸、１９３６ 年国民政府内政部、１９４７ 年国民政府内政部人口局数据来自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 ２５７—
２５８ 页。

８.１９１２ 年、１９３３ 年刘大中及叶孔嘉的数据来自 Ｔａ－Ｃｈｕｎｇ Ｌｉｕ, Ｋｕｎｇ－Ｃｈｉａ Ｙｅｈ,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９３３－５９, ｐｐ.２５４－２６５.

９.１９１２ 年、１９２９ 年陈华寅数据来自陈华寅«民国十八年中国人口总数之推测»,«统计月报»(南京)
１９３０ 年第 ２ 卷第 ９ 期。

１０.１９１８—１９１９ 年中华续行委办会的数据不包括外蒙古,该数据来自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

编、蔡咏春等译«１９０１—１９２０ 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２８ 页。
１１.１９２３ 年、１９２５ 年、１９２７ 年海关报告数据来自陈华寅«最近中国之人口统计»,«统计月报»(南京)

１９２９ 年第 １ 卷第 １ 期。
１２.１９２３ 年陈长蘅数据来自陈长蘅«中国近百八十余年来人口增加之徐速及今后之调剂方法»,«东

方杂志»１９２７ 年第 ２４ 卷第 １８ 号。
１３.１９２５ 年陈启修的数据来自陈启修«中国人口的总数»,«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 (北京)

１９２５ 年第 ３ 卷第 ４ 号。
１４.１９２８ 年 Ｈａｒｒｙ Ｐ. Ｈｏｗａｒｄ 数据来自王士达«最近十年的中国人口估计»,«社会科学杂志»(北平)

１９３１ 年第 ２ 卷第 ２ 期。
１５.１９２８ 年陈长蘅、１９２８ 年邮政局数据来自陈长蘅«中国人口总数的新推测»,«统计月报» (南京)

１９２９ 年第 １ 卷第 ３ 期。

·１８·



１６.１９３３ 年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１９３７ 年国民政府内政部、１９４６ 年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数据分

别来自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中华民国统计提要(廿四年辑)»,上海: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６ 年版,第 ２２７ 页;Ｄｉｒｅｃ-
ｔｏｒａｔ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４０, Ｃｈｕｕｎｋｉｎｇ, ｐ.２４;民国三十六

年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中华民国统计提要»,南京: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 １９４７ 年版,第 ２ 页。
１７.１９４４ 年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数据来自郑成林选编«民国时期国情统计资料汇编»(第一册),北

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４３ 页。
说明:人口数据经四舍五入得到。
注:１.该数值不包括 ０.０８ 亿的海外侨民。

数字化时代的社会历史分析中,不可避免地使用到历史数据。 相较于当前通过统计方法得到

的梳理,历史数据通常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 从中国近代人口数量问题一度引起的学术争论及

其在“国民所得”估算中的应用来看,包括人口数据在内的历史数据不仅是学术问题的载体,也为

利用、剖析相关历史数据提供了路径。
综括来看,中国近代人口数据大致可以分为直接数据和间接数据两种。 其中,直接数据是通过

调研得到的数据,如 １９１０ 年清政府人口调查中县一级造册数据、１９１０ 年邮政局在地方通过问询得

到的数据、北洋政府内务部制定的各类人口调查表中的数据、中华续行委办会收到的县级人口报告

数据、地方志中的数据等,此类资料包含的数据量庞大,但未必切实,使用此类数据需要对调查方式

有全面的了解。 间接数据可以分为汇总数据和再估算数据。 汇总数据是由地方分类统计数据合计

而成的国家级、区域级、省级人口数据,如全国人口数据、２２ 省人口数据、东北人口数据等,不同时

期辖区范围有无变化是当前使用此类数据需要重点关注的。 再估算数据是在同类或非同类数据基

础上得到的估值,«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中国的国民所得:一个探索性研究»中东北、热河、新疆、蒙古、西
藏等边疆民族地区的人口数量是根据这些地区占全国人口数量比重折算得到的,该数据属于由同

类数据换算而来的观察值,而北洋政府时期海关利用生活物品的消费量推算的人口数据是使用非

同类数据计算的推测值。 一般而言,再估算数据较之基础数据的客观度稍次。
同样应该认识到,已有著述中的中国近代人口数据是有时空局限的。 ２０ 世纪中期前,接触到

中国人口数据的基本上是三类人员:第一类是曾经到访过中国、对中国情况相对熟悉的外国研究

者,他们往往对统计技术缺乏必要的了解,却较早地整理了中国人口数据;第二类是具有统计知识

储备的外国研究者,其中不乏国际知名的统计学者,但他们几乎没有到访过中国,对于中国的具体

情况并不了解,为文化差异所限,他们一般难以直接使用中国人口材料,因此第一类人员整理的数

据成为他们的分析材料;第三类主要由掌握了一定统计技术的中国学者构成,他们能够发现中国人

口数据使用过程中的相关问题,但较之第一类、第二类人员,他们在某些领域的学术影响力不足,有
关成果难以获得国际性的认可。 近代以前,第一类人员的成果在欧美地区最具影响,而到了近代早

期,第二类人员的著述提升了国际学界对中国人口问题的关注度,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者成

为该领域不可小觑的研究力量。 以上三类人员曾面临的时空局限在他们的著述中皆有一定的体

现,这是参考他们成果时应当注意的。 比如,第一类人员在对中国人口规模进行估计时,由于受资

料限制,着重于估算汉族聚集区的人口数量,而这种学术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第二类人员对中

国近代人口问题的探讨。 相较而言,中国本土学者对人口数量的估算从地理区域上更贴近中国当

前的幅员,但中国近代边疆民族地区人口数量相较于汉族聚集区域的人口数量准确性依然不足,直
到 １９５３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着手全国人口普查,该问题才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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